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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焦虑与抑郁是青少年群体中最高发的两类情绪障碍，二者常以“共病”形式并存，导致比单一障碍更为

严重的功能损害。国内调查显示，部分初中生样本中抑郁伴焦虑的共病比例已超过50%。特质正念作为

一种可培养的保护性心理品质，已被大量研究证实与较低的焦虑、抑郁水平相关，但其作用机制尚需系

统梳理。本文整合了正念“再感知”模型、正念到意义理论与Gross情绪调节过程模型的框架，聚焦认知

重评与表达抑制两种核心策略，系统述评其在特质正念与青少年焦虑抑郁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并在此基

础上提出“双路径中介模型”的理论设想。实现在缓解心理困扰方面，减少表达抑制可能构成“去负性”

的阻断路径，扮演更为主导的角色。同时，在提升积极适应方面，增强认知重评可能构成“增正性”的

建设路径，更具独特优势。该双路径模型为未来研究提供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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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re the two most prevalent emotional disorders among adolescents, often 
coexisting in a “comorbid” form that leads to more severe functional impairment than either disor-
der alone. Domestic surveys indicate that the proportion of comorbid anxiety among depressed jun-
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as exceeded 50%. Trait mindfulness, as a cultivable protective psycholog-
ical quality, has been consistently linked to lower level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numerous 
studies, yet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require systematic clarification. This paper integrates the 
framework of the mindfulness “reperceiving” model, the Mindfulness-to-Meaning Theory, and Gross’s 
process model of emotion regulation, focusing on two core strategies—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ex-
pressive suppression—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ir mediating rol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it mindfulness and adolescent anxiety and depression. Building on this synthesis, a theoretical 
conceptualization of a “dual-pathway mediation model” is proposed: in alleviating psychological dis-
tress, reducing expressive suppression may constitute a “de-negative” blocking pathway, playing a 
more dominant role; meanwhile, in enhancing positive adaptation, strengthening cognitive reap-
praisal may constitute a “positive-building” constructive pathway, possessing unique advantages. 
This dual-pathway model serves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by providing an integrative an-
alytic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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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青少年焦虑抑郁共病的严峻现实 

青少年期(adolescence，世界卫生组织界定为 10~19 岁)是情绪障碍的高发期。这一阶段个体经历急剧

变化，情绪调节能力尚未成熟，成为心理健康问题的高危人群。一项针对我国十余省市五万余名四至十

二年级学生的调查显示，青少年轻度抑郁风险检出率超 20%，高风险约 8%~9%，逾四成存在不同程度的

焦虑风险(郭菲等，2025)。新疆奎屯市 1335 名初中生的调查亦发现，抑郁症状检出率为 34.8%，焦虑症

状检出率为 23.7% (瞿铭，张春光，2018)。而对于社会适应不良的青少年，该现象更为严重——社会适应

不良会进一步加剧情绪调节困难，导致社会功能受损更为严重(苏林雁等，2005)。 
更为严峻的是，焦虑和抑郁常以“共病”形式相伴出现。国内数据显示，符合抑郁症状的初中生中

同时伴有焦虑的比例高达 50.1% (瞿铭，张春光，2018)。英国大学生中焦虑抑郁共病率约为 27.8% (Jenkins 
et al., 2020)，美国 3~17 岁儿童青少年中，当前抑郁者近四分之三同时存在焦虑(Ghandour et al., 2019)。与

单一障碍者相比，共病青少年情绪症状更严重(瞿铭，张春光，2018)，社会功能损害和生活质量下降更显

著(Jenkins et al., 2020)，且更易出现网络成瘾、睡眠障碍等问题(解欣然等，2024)。国内调查还发现，存

在抑郁或焦虑风险的青少年上学意愿更低、缺勤更多，在学习勤奋度、学业韧性等品质上逊于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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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龄人(郭菲等，2025)。因此，深入探究共病的保护性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理解共病发生发展和设计针

对性干预方案均具有重要意义。 
与单纯焦虑或单纯抑郁相比，共病状态具有独特的心理病理特征。根据 Clark 和 Watson (1991)提出

的三方模型，共病状态的核心是持续高水平的消极情绪——一种包含痛苦、恐惧、愤怒和悲伤的泛化负

性情感状态。与此同时，共病个体还同时承载着焦虑特有的生理过度警觉，如躯体紧张、惊跳反应增强；

而抑郁特有的低积极情绪与快感缺乏，比如对日常活动丧失兴趣和愉悦感等。这种“高消极情绪、高生

理过度警觉与低积极情绪的共现”的三重组合，意味着共病青少年面临的情绪调节挑战远比单一障碍更

为复杂。因此，探索适用于共病群体的保护机制和干预路径，不能简单套用针对单一障碍的结论。 

1.2. 特质正念的保护作用与情绪调节的中介视角 

特质正念是指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倾向于以有意识的、非评判的方式关注当下体验的稳定心理品质

(Kabat-Zinn, 2003)。大量实证研究表明，高特质正念的青少年报告更少的焦虑和抑郁症状(Ma & Fang, 
2019)，这一负向关联在跨文化样本和纵向设计中也得到了重复验证(Cavar Miskovic & Milas, 2025; 
Oyanadel et al., 2023)。元分析证据亦表明，正念干预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虽然不大但显著的整体改善

效应(Fulambarkar et al., 2023)。这些发现促使研究者进一步追问：特质正念究竟通过何种心理过程发挥其

对情绪健康的保护作用？ 
情绪调节策略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候选中介机制之一。Shapiro 等(2006)提出的正念“再感知”模型认

为，正念练习帮助个体从意识内容中“退后一步”(即去中心化)，以更客观的方式观察自身经验，从而实

现认知和情感上的灵活性。Garland 等(2015)提出的正念到意义理论则进一步聚焦于情绪调节过程，指出

正念通过拓展注意范围和增强认知灵活性，帮助个体对压力情境进行更具适应性的重新解读。这些理论

都隐含着“正念→情绪调节→心理健康”的作用链条。 
在众多情绪调节策略中，Gross 情绪调节过程模型所区分的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具有突出的代表性。

认知重评是一种先行关注策略，发生在情绪被充分激发之前，通过改变对情境的认知解读来调节情绪，

通常被认为是适应性策略。表达抑制则是一种反应关注策略，通过抑制情绪的外显表现来调控情绪，往

往被视为非适应性策略(Gross, 2013)。已有不少研究分别考察了这两种策略在正念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

作用，但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需要予以系统梳理。 

1.3. 本文目的与创新切入点 

本文旨在系统梳理特质正念、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核心情绪调节策略与青少年焦虑抑郁共病之

间的关系，重点述评两种策略的中介作用及其功能分化。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一个整合性的理论

设想——“双路径中介模型”，认为减少表达抑制和增强认知重评分别构成特质正念影响心理健康的

“去负性”阻断路径和“增正性”建设路径。这一模型有望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并为面向共病高危青少年的校本正念干预提供具体的切入点。 

2. 核心概念界定与测量 

2.1. 特质正念 

特质正念反映的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对当下经验有意识觉察和非评判接纳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倾

向，区别于通过短期冥想练习获得的暂时性状态正念。Bishop 等(2004)提出的操作性定义强调两个核心成

分：注意的自我调节(以便维持在即时经验上的觉察)和对当下经验抱持的好奇、开放与接纳的态度。Baer
等(2006)进一步提出特质正念的多维度结构，包括观察、描述、有觉察地行动、不评判内部体验和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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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体验五个方面。 
常用测量工具主要有三种。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AAS)是应用最广的单维度量表，在中国青少年中已验

证了良好的信效度(Ma & Fang, 2019)。五因素正念问卷(FFMQ)能够更精细地刻画正念的多维结构，其中的

不反应维度被发现是预测心理健康结果的关键因子(Pirbaglou et al., 2025)。此外，儿童青少年正念量表

(CAMM)是专为未成年群体设计的单维度量表，更契合青少年的认知发展水平(Cavar Miskovic & Milas, 
2025)。 

2.2. 核心情绪调节策略 

Gross 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将情绪产生过程划分为情境选择、情境修正、注意分配、认知改变和反应

调整五个阶段，据此将情绪调节策略区分为先行关注策略与反应关注策略两大类(Gross, 1998, 2013)。 
认知重评是典型的先行关注策略，通过重新解释情绪诱发情境的意义来改变其影响，被认为能够在

不增加生理和认知代价的前提下有效降低负性情绪体验(Gross & John, 2003)。表达抑制则是典型的反应

关注策略，通过抑制情绪的外显表现来调控情绪，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外在表现，但通常难以降低内

在体验强度，甚至可能增强生理唤醒和消耗认知资源(Gross & John, 2003; Butler et al., 2003)。 
常用测量工具包括情绪调节问卷(ERQ)，评估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Ma & Fang, 2019)；以及情绪调节

困难量表(DERS)，从情绪接受、冲动控制等维度评估调节缺陷(Oyanadel et al., 2023)。 

2.3. 焦虑抑郁共病 

关于本研究所指的焦虑抑郁的“共病”概念，最早由美国耶鲁大学 Feinstein 于 1970 年提出，意指

“同一患者患有所研究的索引疾病之外的其他任何已经存在或发生在索引疾病过程中的疾病”。Winokur 
(1990)将其扩展为“同存于一个个体的两种综合征或一种疾病的多种形式”(转引自袁勇贵等，2001)。在

情绪障碍领域，焦虑抑郁共病即指焦虑症状和抑郁症状在同一时段出现于同一个体，且分别符合相应的

诊断标准。 
从共病形式来看，可区分为叠加型(两种独立的疾病单元同时存在)、交替型(不同阶段交替发作)与共

病型(作为一个独立疾病单元)等(王学斐等，2025)。从症状结构来看，Clark 和 Watson (1991)提出的三方

模型指出，高水平的消极情绪是焦虑和抑郁的共同成分，低水平的积极情绪是抑郁的独特成分，生理过

度警觉则是焦虑的独特成分。在诊断实践上，当前通行的 DSM-5 和 ICD-10 体系不再采用等级排除原则，

允许临床工作者在患者同时符合两种障碍诊断标准时给出多个诊断(袁勇贵等，2001)，这一变化为共病研

究提供了诊断学基础。 
与仅患单一障碍的同龄人相比，焦虑抑郁共病青少年的情绪痛苦更严重，功能损害也更广泛。Jenkins

等(2020)发现，共病组在生理功能、社会功能、情绪角色等多个生活质量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低于单一障

碍组。瞿铭和张春光(2018)亦报告，共病者的焦虑和抑郁量表评分均显著高于单纯抑郁者。此外，共病状

态往往与网络成瘾、社交回避、睡眠障碍等多种心理行为问题相伴而生(解欣然等，2024)，并增加自伤和

自杀风险(王学斐等，2025)。共病青少年在学业上亦受到影响：他们更容易质疑学习的意义和价值，学习

内部动机更低，学业韧性更弱(郭菲等，2025)。 
在测量方面，常用筛查工具包括 HADS、SAS、SDS、SCARED、CDI、CES-DC 等。其中 SAS 与 SDS

的得分相关系数高达 0.70 (瞿铭，张春光，2018)，HADS 也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孙振晓等，2017)，这

些工具为共病筛查提供了有效手段。 
从情绪调节的视角来看，焦虑抑郁共病的本质特征可以概括为“高负性情绪体验”与“双重调节困

难”的叠加：一方面，共病个体对负性刺激的敏感性增强，导致负性情绪被更频繁、更强烈地激发；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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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他们既缺乏有效的认知重评能力来重新建构压力情境的意义，又过度依赖表达抑制等回避性策

略来应对情绪，从而形成“情绪激活–抑制/回避–情绪累积–更强烈激活”的恶性循环。这一特征为后

续双路径模型的构建提供了病理学基础：共病的干预既需要阻断非适应性的情绪回避(针对高负性情绪和

生理过度警觉)，也需要建设适应性的情绪处理能力(针对低积极情绪和快感缺乏)。 

3. 直接关系：特质正念、情绪调节策略与焦虑抑郁 

3.1. 特质正念与焦虑抑郁的关系 

青少年特质正念与焦虑、抑郁之间的负相关已得到横断研究和纵向研究的广泛支持。Ma 和 Fang 
(2019)针对 1067 名中国青少年的调查显示，特质正念与抑郁、焦虑和压力症状均呈显著负相关。类似的

关联在不同文化样本中也得到了验证——在智利青少年中，特质正念的多个维度与情绪调节困难之间存

在显著的负向联系(Oyanadel et al., 2023)。在成人群体中，Pirbaglou 等(2025)发现正念的不反应维度是纵

向预测焦虑和抑郁变化的关键因子。 
纵向追踪研究提供了更具因果推断力的证据。Cavar Miskovic 和 Milas (2025)在一项四波纵向研究中

证实特质正念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六个月后的抑郁症状。元分析证据同样表明，正念干预对青少年压力、

焦虑和抑郁症状有整体上的改善效应，尽管这种效应在与主动控制组比较时有所减弱(Fulambarkar et al., 
2023)。从神经机制来看，正念训练可能通过增强前额叶皮质对边缘系统(尤其是杏仁核)的调控来改善情

绪调节能力，并改变默认网络和执行控制网络的功能连接(叶丽平等，2021)。 

3.2. 情绪调节策略与焦虑抑郁的关系 

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对心理健康的不同影响在青少年群体中也得到了充分验证。从元分析层面看，

认知重评的更多使用与较低的焦虑、抑郁症状相关，而表达抑制则与较高的焦虑、抑郁水平相关(Schäfer 
et al., 2017; Aldao et al., 2010)。相关干预研究发现，青少年在接受正念训练后，认知重评水平较高者报

告了更好的心理幸福感，而表达抑制水平较高者仍表现出较大的心理困扰(Scafuto et al., 2024)。在日常

人际互动中，表达抑制还可能损害同伴关系质量。比如，同伴关系与抑郁、焦虑存在双向负向预测作用

(蒋小勇等，2025)，朋友关心频率越低、班级同学关系越差的青少年的抑郁和焦虑风险比例越高(郭菲

等，2025)。 

3.3. 特质正念与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 

理论层面上，特质正念与认知重评之间应呈正相关，与表达抑制之间则应呈负相关。实证研究也支

持了这一假设。Ma 和 Fang (2019)发现正念与表达抑制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而与认知重评的相关未达显著

水平。这表明特质正念与两种策略之间的关联强度可能并不对称，其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具体模式还存有

较大的研究空间。 
有不同的观点认为，正念并不必然在所有情境下降低表达抑制。Nykliček 等(2010)区分了“体验的抑

制”与“表达的抑制”，提出正念练习者可能在充分接纳情绪体验的前提下，仍根据情境选择不立即流

露情绪。对青少年来说，学校、家庭及社会等不同情境中的社会评价压力和同伴规范可能调节着正念与

表达抑制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细究差异。 

4. 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与双路径模型 

4.1. 理论基础 

“从正念到情绪调节再到心理健康”这一作用链条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三个相互关联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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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iro 等(2006)的正念“再感知”模型认为，正念训练的核心效果在于帮助个体实现去中心化——从意识

的内容中“退后一步”，以更客观的方式观察自身经验，这是增强认知和行为灵活性的基础。Garland 等

(2015)的正念到意义理论则将焦点更多置于认知重评，认为正念通过拓展注意力、中断习惯化评价来为重

新解读情境意义创造条件，从而促进积极情绪的生成。在情绪调节困难一端，Gratz 和 Roemer 的多成分模

型指出，正念能够在情绪觉察、情绪接受、冲动控制和策略灵活使用等环节发挥作用，降低整体的情绪调

节困难(Ma & Fang, 2019)。Zhang 和 Zhang(2023)也证实情绪失调是正念干预降低青少年攻击性行为的核心

中介。 
这些理论的共同指向是：情绪调节是正念发挥作用的核心通道，但认知重评(适应性策略)和表达抑制

(非适应性策略)在其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4.2. 认知重评的中介作用：促进适应性情绪处理 

认知重评在正念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已获得初步实证支持。在纵向证据方面，Cavar Miskovic
和 Milas (2025)发现认知重评在正念与抑郁之间表现出微弱但显著的中介效应，且这种效应在学业、人际

关系等多种压力领域均有所显现。在干预证据方面，Scafuto 等(2024)的随机对照试验发现，基于正念的

“Gaia 项目”在干预结束后三个月显著提高了青少年的认知重评水平，且这一改善显著中介了干预方案

对心理幸福感的促进作用。 
然而，上述中介效应并非无条件成立。Ma 和 Fang (2019)在横断研究中便发现，认知重评在正念与总

体心理困扰(涵盖焦虑和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而情绪调节困难量表中的情绪接受和策略匮乏

维度的中介效应更为明显。这一差异提示：认知重评的中介作用可能在预测“增加积极结果”(如提升幸

福感)时更为突出，而在预测“减少消极结果”(如缓解痛苦)时相对有限。认知重评作为适应性策略，在

青少年面临的可控性压力情境(如学业能力和人际技巧的提高)中可能效果较好；面对高度不可控事件(如
重要他人的离世或家庭破裂)时，则需要更多依赖接纳而非重评。 

4.3. 表达抑制的中介作用：阻断非适应性情绪回避 

表达抑制的中介作用则更多体现在心理困扰领域。Ma 和 Fang (2019)发现，表达抑制在特质正念与青

少年抑郁症状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这意味着高特质正念的青少年更少依赖抑制方式来应对情绪，从而

体验到更少的抑郁。此外，Fung 等(2019)针对少数族裔青少年的校本正念干预亦证实，正念课程能够通

过降低表达抑制和穷思竭虑来减轻内在化问题及压力感知。Zhang 和 Zhang (2023)则进一步表明，情绪失

调(包括抑制和冲动控制困难)的中介作用存在于由正念训练到攻击行为降低的多条间接路径之中。 
但表达抑制的中介作用同样不是普遍一致的。Scafuto 等(2024)便没有发现正念训练显著改变了青少

年的表达抑制水平，从而未能支持其中介效应。作者推测这可能与“Gaia 项目”在训练设计上侧重内感

受觉察和自上而下的认知改变有关。此外，Odgers 等(2020)的元分析指出，在西方青少年样本中正念干预

对焦虑的总体效应量极为有限，这也意味着表达抑制中介效应在统计检验上可能较难达到显著性。总体

来看，表达抑制作为非适应性中介通道虽有一定证据基础，但其效应大小和跨情境稳定性仍需更多高质

量研究予以检验。 

4.4. 双路径模型的提出与整合性分析 

综合上述中介证据，可以发现一种功能分化趋势，且与共病的核心症状结构高度对应。 
在缓解心理困扰方面，减少表达抑制可视为“去负性”阻断路径：高特质正念通过降低表达抑制，与

较低的焦虑/抑郁相关联。这条路径主要针对共病中的“高消极情绪”和“生理过度警觉”。共病青少年常

通过抑制情绪表达来应对心理痛苦和躯体紧张，但被压抑的情绪不断累积，生理唤醒持续升高，导致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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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情绪爆发。正念通过培养接纳和不评判，帮助个体打破这一恶性循环，降低情绪回避的驱动力。 
在提升积极适应方面，增强认知重评可视为“增正性”建设路径：高特质正念经由认知重评增强，

预测更高的幸福感和适应能力。这条路径主要针对“低积极情绪”和“快感缺乏”。高消极情绪的持续占

据使共病青少年难以从日常活动中体验到愉悦，而正念的去中心化能力——从负性思维中“退后一步”

——为重新解读情境、发现积极意义创造了空间。通过认知重评训练，共病青少年可学习从日常事件中

发现成长机会，逐步恢复积极情绪体验。 
两条路径在共病干预中形成互补：仅关注“去负性”可能使个体停留在“不痛苦但也不快乐”的状

态；仅关注“增正性”可能在负性情绪未缓解时因收效甚微而挫伤动机。因此，同时作用于两条路径，可

能是对共病群体最有效的干预策略。 

5. 研究展望与干预启示 

5.1. 现有局限与未来方向 

现有研究尚存在几个较为突出的局限。第一，多数研究为横断设计，无法严格建立因果关系。即使

有纵向研究出现，也需注意传统交叉滞后面板模型可能因趋均数回归而产生虚高的前瞻性效应(Sorjonen 
& Melin, 2024)，未来应采用随机截距交叉滞后面板模型、多时间点密集追踪等更稳健的方法，并将共病

设为独立的复合结果变量。 
第二，对共病样本关注不足。现有研究多以普通在校生为对象，对临床诊断水平的共病样本关注较

少，且极少检验中介效应在共病组与单纯焦虑或抑郁组之间的差异。未来应设计三组比较(共病组/单纯焦

虑组/单纯抑郁组)，系统考察双路径模型的适用边界。 
第三，特质正念的多维结构尚未得到充分利用。未来可系统比较正念的“不反应”、“不评判”、

“有觉察地行动”等核心维度在通过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影响焦虑抑郁共病方面的效应差异。 
第四，测量手段较为单一，过度依赖自评问卷。未来可引入经验取样法、行为学任务和神经影像技

术，以增强研究结论的生态效度和跨方法稳定性。 

5.2. 对校园心理干预的启示 

尽管研究上仍存在争议，现有证据对学校心理健康实践有三方面的启示。首先，面向青少年的校本

正念课程应以情绪调节技能培养为核心目标。一方面，通过认知重评训练引导学生学会灵活地转变看待

问题的角度；另一方面，通过情绪接纳训练帮助其减少对负性情绪的过度逃避和抑制。已有研究证实，

正念冥想训练能有效提升中学生的自控力并降低焦虑和抑郁水平(孙长玉，陈晓，2016)。 
其次，干预方案应针对不同学生的调节特点进行分层设计。根据瞿铭和张春光(2018)的研究，女生以

及人际关系和学习压力大的学生是焦虑抑郁共病的高危人群。对以表达抑制为主要应对模式的个体，可

侧重情绪接纳；对认知灵活性不足者，可侧重培养从多角度解读困境的能力。针对共病高危学生，可能

需要整合降低抑制与增强重评的协同干预。具体而言，对于同时呈现高焦虑唤醒(如频繁的躯体紧张、惊

恐发作)和高抑郁体验(如持续的兴趣丧失、绝望感)的共病学生，干预方案应同时包含旨在降低生理过度

警觉的接纳练习(如身体扫描)和旨在恢复积极体验的行为激活技术(如安排愉悦事件、记录积极体验)，以

实现两条路径的协同作用。 
再次，焦虑抑郁共病的预防需打通“学校–家庭–社区”多系统之间的协作。蒋小勇等(2025)和郭菲

等(2025)均证实了同伴关系和家庭支持在青少年情绪健康中的关键地位，云文洁等(2023)则从临床视角提

出应建立家庭–学校–社区–医院协同的疾病管理体系。将正念训练嵌入这样多层次的协作网络中，可

能比提供孤立的心理健康课程产生更为持久和泛化的保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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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综合现有证据，焦虑抑郁共病在青少年群体中普遍存在且功能损害严重。特质正念为该群体提供了

一种重要的保护性资源，其保护效应至少部分通过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机制得以实现。认知重评与表达

抑制在其中发挥着功能分化的中介作用：减少表达抑制在缓解心理困扰上效应更为显著，增强认知重评

则在促进积极适应上更具优势。本文由此提炼出“双路径中介模型”的理论设想，以期对后续实证研究

有所指引。面向共病高危青少年的校本正念干预，应将情绪调节技能训练置于课程核心，并结合家庭支

持和同伴关系建设，在多层次协作中实现更为持久和全面的保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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